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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探析

以促进“走出去”战略实施为视角

顾海波,王 淼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旨在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鼓励企业

境外投资。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仍存在诸多不足,增大了征纳成本,影响了企业

拓展境外投资的积极性。基于国情和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中国应将分国限额抵免转为综合

限额抵免,改进境外所得税额及其抵免限额的计算标准,优化超限抵免额的结转机制,放宽间接抵

免的企业层级、持股比例,但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定,有条件地实行单边饶让抵免措施,从而,提高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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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Enterprises’ForeignIncomeTaxCredit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Going-out”

PolicyImplementation

GUHai-bo,WANGMiao
(SchoolofHumanities&Law,NortheasternUniversity,Shenyang110819,China)

Abstract:ThetaxcreditrulesonChineseenterprises’foreignincomeaimto
eliminatedoubletaxations,protectthegovernment’staxinterestsandencourageits
enterprisestoinvest overseas. However,the currenttax creditrules are
problematicsuchasincreasingthetaxationburdenoftaxpayersandreducingthe
enthusiasmofoverseasinvestment.Therefore,basedonthenationalcircumstances
andneeds,andinlightoftheexperiencesofdevelopedcountries,Chinashould
implementcomprehensivequotacreditinsteadofbranchcountryquotacredit,
improvethecountingstandardandcreditquotaofforeignincomeandoptimizethe
carry-overmechanismofexcesscredit.Moreover,Chinashouldrelaxtheindirect
taxcreditrestrictionsonenterpriselevelandownershipwhileprescribingalimitto
investors’holdingtime,andimplementtheconditionalunilateralsparingcredit
measures.Consequently,China could enhanceits enterprises’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promoteasmoothimplementationofthe“going-out”policy,and
drivetheChineseeconomytodevelopmoresustainably.
Keywords:Chineseenterprise;foreignincome;taxcredit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增长显著,企业所得税法的体系、内容也进行了调

整和革新。可总体上,与“引进来”战略对应的税

法条款相对完善,而与“走出去”战略对应的税法



内容还远未成熟,致使中国鼓励企业境外投资的

税法杠杆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制约了企业

境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此种背景,本
文拟就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进行深入

探究,以利于其健全与完善,继而为从事境外经营

的中国企业提供税收利益保护和法律支持,促进

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推动中国经济可

持续发展。

一、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

的内涵与价值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是一国允许居

民企业①从其应纳税额中扣减在境外缴纳的所得

税的准则、标准、规定。它包括直接抵免(direct
credit)与间接抵免(indirectcredit)两种方法。前

者指居民企业用在境外缴纳的税款抵免其在居住

国应纳税款,适用于拥有同一纳税者身份之企业

与其境外分支机构的法律性双重税负的消除;后
者指居民企业用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

在境外缴纳税款中属于其所得负担的部分,抵免

其在居住国应纳税款,适用于企业与其境外并无

同一纳税者身份但又存在某种股权关系的子公司

之间经济性双重税负的消除。
此外,税收饶让(taxspringcredit),即居住国

对其居民企业因来源国实行减免税优惠而未实际

缴纳的那部分税额,视同已缴纳而给予抵免的方

法,属于在税收抵免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种特殊的抵免规则。严格地讲,这种抵免规则的

主要意义不在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而是为配合

所得来源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当

然,居住国也可主动将它当成鼓励和促进企业走

出去的手段与途径。
形成于19世纪末、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

各国税法中快速演进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

则,具有重要的国际税收关系调节功能,其价值极

为明显。
首先,它有利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居住国

坚持对其居民企业行使属人课税权的同时,承认

所得来源国属地课税权的优先但非独占地位,尤
其是在居住国采用限额抵免方法的情况下,若居

民企业就其境外来源所得实际缴纳来源国税额低

于或等于按居住国的税率计算出的抵免限额,允
许从企业应纳居住国税额中全部扣除,这样就基

本上消除了国际双重征税,降低了企业的整体纳

税负担,保证了在境内与境外从事投资活动的居

民企业及其所得之间的税负公平。
其次,依此规则,企业已缴来源国税额低于抵

免限额的那部分差额,其居住国仍可行使属人课

税权要求企业补交给该国,有利于实现其税收权

益,维护税收中性,兼顾、协调了居住国与来源国

的属人与属地课税权和课税利益关系。
再次,它可在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同时给予

居民企业恰当税收优惠待遇,提供税收确定性,降
低跨国经营的税收风险,提高国际经济活动积极

性。这有利于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利用境外市

场与资源,推进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劳务

的顺利流动和交往,并以境外经济成果反哺居住

国,增加财政收入,保障其国际收支平衡,带动和

促进其经济发展,维护和加强其国际竞争地位。
应指出的是,上述这些价值,其目标并非总是

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比如,促进对外投资

的税法措施与税收中立原则就可能发生矛盾或对

立。因而,每个国家须充分考虑和基于自己的发

展阶段与客观需求,来设计、建构并与时俱进地健

全、完善本国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

二、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规则的不足

  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主要

规定于2008年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和同年执行的《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2010年施

行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2011年

施行的《关于石油企业在境外从事油气资源开采

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23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政策文件及对外谈签的税

收协定之中。与2008年修改前的规则相比,这些

规定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就。从促进企业“走出

去”这一国家战略实施的视角和高度来看,现行中

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仍存在诸多不足。
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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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谓“居民企业”,意指依内国法在内国成立,或者依照外国法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内国的企业。



1.直接抵免规则不健全

依《企业所得税法》第23条和财税[2009]125
号文件第2、3条,中国施行的直接抵免为分国限

额抵免,即企业于中国境外所得源自多个国家的

情况下,应以每个国家为单位,分国计算抵免限

额,用以抵免向中国税务机关应纳税款。此规则

比原税法中的相关内容更详细,且对内外资企业

一视同仁,允许对非居民企业的境外税额进行抵

免,有利于无差别地消除法律性双重征税,但也凸

显出以下问题。
第一,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税源,对企业让利

不够,不利于企业“走出去”。在分国限额抵免下,
当境外分支机构都有盈利时,企业在税率高于中

国的来源国缴纳的所得税款不能得到全部抵免,
在税率低于中国的来源国的所得要按税率差额补

税;当境外分支机构有盈有亏时,因各非居住国的

盈亏不能相抵,不会减少企业在盈利的非居住国

的抵免限额,此为对企业有利之处,但由于中国也

不准企业以其境外亏损冲抵境内利润,故许多从

事跨国经营的企业难以从该抵免方式中获取税收

上的实惠。对国家来讲,则恰恰相反。前述情形

下国家会获取更多课税利益。现在,全球金融危

机导致世界经济疲软、增长乏力,境外投资风险增

加,而对外投资企业在当地发展初期的盈利能力

又均较有限,若国家仍囿于分国限额抵免,不采取

更为有效的税法激励措施,进一步减轻其纳税负

担,不利于甚至会抑制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二,操作繁琐,增加了纳税企业的“遵从成

本”(compliancecost),又影响了税务机关的征税

效率。采用分国限额抵免意味着,企业应将其境

外所得,按《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税

[2009]125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分国一一调整为

中国税法意义上的境外应税所得,进而确定可抵

免境外所得税额及抵免限额。不能准确计算的,
企业在相应国家缴纳的税款不得在国内应纳税额

中抵免。各国税法各具特色,有关应税收入范围、
成本费用和损失扣除、资产的税务处理规则往往

存在差异。在按中国税法计算境外应税所得额

时,企业须确定为取得境内外所得而在境内外发

生的“共同支出”,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关的”
“合理的”部分,在境内外分国应税所得之间按“合
理比例”进行“分摊”后扣除的额度。故当企业有

多个非居住国的应税所得时,无论企业的纳税遵

从,还是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实际操作起来都非

常复杂,还可能导致成本费用和损失重复或未予

扣除问题。
第三,超限抵免额的结转机制,造成居民企业

应纳税款的抵免不足。依《企业所得税法》,居民

企业当年超过抵免限额未能扣除的这部分境外所

得税额,可结转在以后5个年度内的境外所得税

额扣除未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内补扣。相对来

讲,此结转期限较短,会发生境外所得税额在规定

的结转期内没有抵免完毕的情况,不利于企业国

际双重税负的彻底消除。

2.间接抵免规则不完善

按《企业所得税法》第24条和财税[2009]125
号文件第5、6条,中国采用的间接抵免,亦为限额

抵免,即居民企业用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进

行税收抵免时,其取得的境外投资收益实际间接

负担的税额,限于以直接或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

有20%以上和三层以下的外国企业股份,由此应

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从最低一

层外国企业起逐层计算的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

的税额。该规则突破了原税法只许企业直接抵免

的局限,是新增抵免规则,有利于一定程度地消除

经济性双重征税。不过,也有以下缺失。
一是允许间接抵免的企业层级有限,未彻底

解决双重征税问题。中国允许间接抵免的企业限

于三层外国企业。第一层为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

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二层为单一第一

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

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法定持股

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

份的外国企业;第三层为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

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

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法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

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实际上居民企业的境外投资组织结构复杂得多,
境外中资控股企业少则三层,多则八层[1],且多从

低税率国依次投资到高税率国。依现行规则,处
于第四层或其以上承担更高税负的企业,在非居

住国缴纳的税款就不能被纳入间接抵免范围,其
双重征税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二是对可享受间接抵免的企业的境外持股比

例要求较高,未贴近企业真实运营情况,难以有效

消除双重征税现象。据现行规则,只有由居民企

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及持有境外各层子公

司的股份比例按连乘计算也达到20%以上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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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其境外所得税额才能享受间接抵免的待

遇。应该说,此规定对可享受间接抵免的企业的

境外持股比例,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造成下列情

形下的企业境外所得税额无法进行间接抵免:融
资难的民营或中小企业境外投资控股未达到

20%以上;外国企业限制参股中资企业的投资比

例,致使其股份未达到20%以上;当地法律对引

进外资有上限或逐步当地化要求,使得中资企业

境外控股未达到20%以上。未获间接抵免的企

业,其境外税额中的双重税负也就不能得到消除。
三是现行规则没有关于对外国企业持股时间

上的限制,易诱使低层持股企业去避税,进而导致

相同境况的企业纳税负担轻重有别,阻碍税收中

性的实现。

3.税收饶让措施有待调整

据财税[2009]125号文件第7条,居民企业

从与中国政府订立税收协定的国家取得的所得,
按该国税法享受了减免税待遇,且该减免税的数

额按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额在中国的应纳

税额中抵免的,该减免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

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用于办理税收抵免。对其释义

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第22段强

调,中国企业所得税法未单方面规定税收饶让,但
采用基于税收协定的相互给予饶让的抵免方法。
此规则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有
一定合理性,可对多样性现实情况欠全方位考虑,
故有以下不足。

一方面,中国缔结的税收协定中,只有相互给

予或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中国饶让抵免的条款,
无中国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单方面饶让抵免的安

排,2008年后甚至出现了原有税收协定中的饶让

抵免条款被删除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过的

无税收协定情况下同样给予外国税收饶让的单边

饶让抵免 如依1995年《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

暂行办法》第3条第2款,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承揽

中国政府援外和驻外使领馆的、境外政府的或世

界性经济组织援建的项目,获境外政府减免所得

税的,可由纳税企业提供有关证明,经税务机关审

核后,视 同 已 缴 所 得 税 进 行 抵 免 在 财 税

[2009]125号文件执行后,因被废止而失效。以

上这些做法,同现在中国兼具的资本输入国和资

本输出国的身份与地位不协调,与中国大力倡导

和实施的支持、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要求相

背离。

实际上,无论在税收协定中还是在国内税法

上实行单方面饶让抵免,都不影响中国行使属人

税收管辖权和原有的税收权益。因为同意给予饶

让抵免的这部分税款,本就为来源国的属地税收

管辖权范围内应征而未征或应实征而少征的税

额。与中国无税收协定或虽有协定却无相互饶让

安排的 来 源 国 所 减 免 的 这 部 分 税 款,按 财 税

[2009]125号文件的规定,居民企业均须补交给

中国税务机关,到来源国投资的企业无法真正享

受到当地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短期看,中国的

确能得到不少未饶让的境外税款,对扩大国家财

政收入有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增强企业

境外投资经营的内在动力,也不利于提升中国的

国际形象、影响力及与来源国发展良好的经济

关系。
当初中国给予来华投资企业的很多减免税

款,倒流回了未对华实行税收饶让的居住国。中

国学者曾批评这是此类居住国对中方税收利益的

“侵沾”[2]。为使对外资优惠的税收政策能取得实

效,许多来源国都希望居住国实行配合其引资政

策的税收饶让,甚至把税收饶让提供与否视为签

订税收协定的首要意义。尽管经合组织(OECD)
在其调查报告中建议加强对饶让抵免的范围和程

度的限制[3],但不少发达国家为提高税制竞争力,
已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所得实行比抵免法减负力度

更大的免税法。中国当前立即对居民企业的境外

所得实行免税法还不现实。不过,作为负责任的

崛起中的大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税收饶让

是应担负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所以中国应对现行

税收饶让抵免规则作出调整。

三、发达国家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规则及其启示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主要

可归结为下述几方面内容。
(1)直接抵免规则。除分国限额抵免外,直

接 抵 免 还 有 综 合 限 额 抵 免 (method of
comprehensivelimit)。美国1921年设立综合限

额抵免,1932年引入分国限额,1954年综合抵免

被废除,1960年又允许企业在抵免时选择适用分

国限额或综合限额,为简化征纳手续,1976年分

国限额抵免被取消,企业须统一适用综合限额抵

免,国会认为综合限额比分国限额的抵免方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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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经济现实。在日本,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

为各种或各国来源所得总额而不问其所得是来源

于高税率国还是低税率国,而按日本的相应税率

计算所得出的税额,即其采用的也是综合限额抵

免。新加坡等许 多 国 家 同 样 实 行 了 此 种 抵 免

方法。
以往,各国普遍认为,将居民企业境外所得按

本国税法调整计算境外应税所得额,才是维护国

家税收主权。实践证明,这种观念是片面的,且导

致了征纳成本的大量增加。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

如澳大利亚、法国等都承认本国境外居民企业按

来源国税法规定列支成本费用和损失,不再根据

本国税法进行调整[4]。
对超限抵免额,加拿大、美国规定可向以后年

度结转7年、10年,向以前年度结转3年、1年;澳
大利亚规定可向以前年度结转5年,西班牙则规

定可向以后年度结转10年。以冲抵其国内税收,
更充分地消除国际双重税负。

(2)间接抵免规则。1918年美国只许其公司

抵免第一层子公司缴纳的境外所得税。1942年、

1971年又将抵免延到第二层、第三层外国子公

司。1997年抵免被扩至第六层外国子公司[5]。
美国要求每一层母公司须直接拥有其子公司

1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居民公司须间接拥有

外国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6]。德国规

定,对德国公司拥有至少10%的股权且因积极营

业运营而取得潜在的境外股息所得交纳的所得税

款,给予间接抵免,抵免可适用于第二层级的下属

公司。关于居民公司的间接抵免条件,英国签署

的税收协定及国内税法都要求其对外国公司至少

拥有10%的控股权。
为防止利用短期持股来避税,发达国家一般

对其企业连续持股时间均有要求。如日本规定母

公司直接或间接连续拥有境外子公司的股份6个

月以上;西班牙规定持股期1年以上;美国规定若

按月付息,在31天内至少持股16天,而超过366
天期间的,开始的45天须处于持股状态,方可多

层间接抵免。
(3)税收饶让抵免规则。此种规则是由发达

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倡导并提出的。英国

皇家委员会于1953年向议会提交报告,提出对发

展中国家的涉外税收优惠实施饶让抵免,旨在“通

过税收政策促进英国对外投资”[7]。该提议经过

议会的多次辩论,终于在1961年获得批准并形成

立法。英国一直是积极主张和采用税收饶让抵免

的国家之一,在英国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有47
个协定包含该种条款,通常为英国单方面承担税

收饶让抵免义务[8]。
迄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的含有饶

让抵免条款的税收协定已超过130多个①,其签

订国除英国外,主要还有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丹麦、瑞典等国。
在企业境外所得税收的直接抵免、间接抵免

及饶让抵免方面,发达国家的规则有许多合理之

处,对中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一,采用综合限额成为主要发达国家抵免

方法的发展方向。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抵免方

法何者更优的争论一直存在。但综合抵免,可使

企业在非居住国之间调剂抵免限额,从而增加整

体的抵免额,故对在很多非居住国都有投资的跨

国公司更为有利[9];只需综合各个非居住国所得,
确定一个抵免限额,较为简便易行,有利于降低税

款征纳的监管和遵从成本。因此选择综合限额抵

免的国家在增多。确定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及抵

免限额时,更加注重征纳效率。为最大程度地消

除国际双重税负,超限抵免额的结转期限比以前

更长,如2004年美国将结转总期限从7年增加到

了11年。
其二,可间接抵免的企业层级和持股比例有

放宽的趋势,对居民企业境外持股时间予以更明

确的限定。现在,对可间接抵免的企业层级,从第

二层增至第六层的国家已不在少数,总的趋势是

要求越来越宽松,即越来越多的国际双重税负得

到消除[10];对持股比例,许多国家规定居民企业

拥有的外国企业股份达到10%后,即允许抵免关

联外国企业所缴纳的境外所得税。为反避税,对
可享受间接抵免的企业的境外持股时间,通常有

几个月乃至1年或其以上的限制性规定。
其三,税收饶让大多由发达国家单方面承担

抵免义务。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很少有吸引投资

的减免税规定,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对其减免税视

同已征税抵免的饶让义务,没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故以往一提到饶让抵免,就认为其是对来源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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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税收规则设计,但事实上非限于此。这种优

惠形式上是居住国对来源国的一种让步,但实质

上是对等互利的[11]。对居住国来讲,它也是有利

于其经济利益的安排。最初的税收饶让,便是发

达国家意在促进其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开

拓、利用境外市场与资源,进而扩大国际竞争力与

影响力的举措。

四、完善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规则的对策建议

  理论上,国际税收体制应为中性,不鼓励、也
不阻碍企业在国内还是向国外投资[12],资本输

入、输出要保持中性。可实践中,一国如强调资本

输出中性,就可能偏离资本输入中性;若强调资本

输入中性,又可能偏离资本输出中性。从自身利

益要求的角度讲,实行资本输入中性继而内外资

企业的税收待遇已趋于平等的中国,不应将资本

输出中性当做首要标准,而应鼓励资本输出。为

契合提高征纳效率、消除国际双重税负的同时大

力促进企业“走出去”这一战略取向,完善中国企

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规则,宜采取以下对策。

1.修订和健全直接抵免规则

第一,应将分国限额抵免转为综合限额抵免。
当居民企业在高税率国和低税率国均有盈利时,
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对其较为有利,因为它们可将

在高税率国发生的超限额与在低税率国出现的不

足限额相互抵补,从而使抵免限额全部得到利用,
使在某个非居住国超限额的税款也能得到抵免。
当在境外各国的分支机构有盈有亏时,且允许以

境外亏损冲抵境内利润,采用分国限额抵免则对

居民企业较为有利。但通常,综合限额抵免下的

抵免限额之和会高于分国计算的各国抵免限额的

总和。故总体上,采用综合限额是对那些在境外

多国均有投资的企业更为有利的抵免方法,益于

减轻其国际税负。
财税[2011]23号文件第1条,赋予了石油企

业可选择按国分别计算,或不按国汇总计算其来

源于境外油气项目投资、工程技术服务和工程建

设的油气资源开采活动的应税所得额,并按财税

[2009]125号文件规定的税率,分别计算其可抵

免境外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的权利。上述方式一

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这有益于降低石油企

业的境外税负。

企业是营利性组织,为使利润最大化而“奔走

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

系”,是其经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鼓励到境外多

国投资创业,让利于企业,有必要将对石油企业的

上述做法也适用到其他“走出去”的企业。待条件

成熟时,应对中国企业境外所得税额全面实施综

合限额抵免。
第二,宜调整境外应税所得额的计算规则,简

化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及抵免限额的确定方法,
提升征纳效率。按中国税法确认境外收入、分摊

和扣除成本费用与损失,并非一定有利于自身税

收权益;接受来源国按其标准确定的应税所得额,
并非就不利于中国的税收利益,还可使税款征纳

更加简便快捷。再者,确定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及抵免限额时,即便认可来源国确定的应税所得

额,但仍须适用中国的税率,其为对税收程度的界

定,更能体现中国的税收主权。现在中国税务机

关的征管水平依然不高,企业的纳税申报业务能

力也相对较低,故建议遵循“征纳从简”原则,承认

来源国按其税法规定列支可归属中国居民企业的

成本费用和损失,不再按境内税法调整境外应税

所得额。但须对境外所得申报明细表中的重点和

特殊项目进行稽查,对有问题的可作出相应调整,
以其为基础来确定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及抵免限

额,有利于降低税务机关与企业的税款征纳成本。
第三,须优化超限抵免额的结转机制,加大企

业应纳税款的抵免力度。为充分消除企业的双重

税负,需调整企业的超限抵免额的结转期限,超过

抵免限额的部分,将可在以后5个年度内,延长到

可在10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

抵免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

值,还宜增加向以前1个年度结转的规定。结转

的顺序须依次进行,即先向以前再向以后年度

结转。

2.补充与完善间接抵免规则

一要拓展、增加允许间接抵免的企业层级,着
力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在境外投资活动中,由于

经营的需要和随着业务的深入,中资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股的外国企业层级愈来愈多,是必然的趋

势。为彻底解决对拥有股权关系的居民企业与外

国企业间的双重征税问题,不宜限定可间接抵免

的企业层级。若暂时做不到此点,至少应在三层

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允许间接抵免的企业层级。
财税[2011]23号文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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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据其第2条,石油企业在境外从事油气项目

投资、工程技术服务和工程建设的油气资源开采

活动取得股息所得,在按规定计算该石油企业境

外股息所得的可抵免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时,由
该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

业,可放宽到按财税[2009]125号文件规定的持

股方式确定的五层外国企业,即:第一层为石油企

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二层至

第五层为单一上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

上股份,且由该石油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

多个符合财税[2009]125号文件规定持股方式的

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

国企业。建议拓增至六层。从税收公平的角度

讲,也应给予其他行业的企业此种间接抵免的

待遇。
针对那些为避税而设的境外中间控股公司,

在依法“揭开”或“刺破”其面纱之后,税务机关有

权不将其认定为允许间接抵免的一层外国企业。
二要调整可享受间接抵免的企业的境外持股

比例,以更有效消除双重征税现象。国际经济活

动中,若一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另一家企

业10%有表决权并能代表企业资本的股份,就足

以认定其构成了直接投资[13]。再者,中国与外国

谈签的税收协定都约定:从缔约对方取得的所得

是缔约对方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

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

不少于10%①,支付该股息公司对于从中支付股

息的利润向缔约对方缴纳的所得税,中国便予以

间接抵免。此与允许间接抵免的企业的境外持股

比例须为20%以上,这一中国国内税法的规定,
明显不一致。《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规定,中国

同外国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与本法有不同规定

的,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可见,国内税法的上述

规定,仅适用于到与中国无税收协定的东道国投

资的企业,造成了对它们的歧视性税收待遇,不利

于它们去这些国家拓展投资业务。
因而,中国应适时修订现行规定,将可享受间

接抵免的企业的境外持股比例放宽到10%。未

来,条件成熟时还需规定,企业的境外持股须伴有

表决权,其就间接所得缴纳的税款才可享受抵免

的待遇。这一方面可督促居民企业提升其国际竞

争力,另一方面可防止企业利用持有境外无表决

权的股份进行避税安排。
三要补充对允许间接抵免的外国企业持股时

间要求的规定。由于持股比例减低易被某些企业

利用短期性持股来实施避税行为。为防范其发

生,按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可规定允许间接抵免

的外国企业连续持股时间至少要在12个月以上。

3.调整及改进税收饶让抵免措施

截至2014年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

在全球186个国家[14]。但至2015年底,中国缔

结的97个已生效双边税收协定中,仅有27个内

含相互给予税收饶让的抵免条款。这一数量,只
占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的较小比重,不到

其15%。鉴于消除双重征税的一般抵免规则,仅
为保障税收中立的做法,尽管有祛除双重税负和

促进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功效,可它本身并不是

优惠;而饶让抵免不是中性的,其主旨虽在于配合

来源国引资优惠政策的落实,但同时作为一种居

住国实行的税收优惠措施,明显具有更大的、一般

税收抵免所不具备的对居民企业境外投资予以鼓

励和促进的作用。中国应利用好饶让抵免这一有

利于推动居民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工具。
当然,是否给予及在什么范围和多大程度上

给予税收饶让,是一国税收主权范畴的事项。一

般地讲,在谈签、修订税收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无

须主动提出给予对方饶让,而宜将饶让作为谈判

“筹码”,应对方请求时才给予饶让,还换来了来源

国较低的所得税率和能促进居民企业对外投资,
可谓“双赢”。不过,在一定情况下,中国也可主动

地在国内税法中实行有条件的单边税收饶让措

施。所谓“有条件”是指,可给予单边税收饶让的

境外经济活动领域、来源国减免税优惠和时间、地
域均有限制。

过去,《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对中

国企业承揽境外项目而支付的境外所得税曾实行

过单边饶让抵免。现在看来,这一做法有恢复的

必要。中资企业境外承揽的项目主要在西亚、非
洲和拉美,这些区域跟中国签署税收协定的不多,
与中国相互给予税收饶让的国家就更少,只有阿

曼、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塞
舌尔、毛里求斯。而中资企业投资较多的苏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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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1年修订的《中英税收协定》虽将这一比例提至20%,但其并未生效和执行,现在执行的仍是将其定为10%的1984年签署和

生效的税收协定。



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南非、委内瑞拉、墨西哥

等国与中国均无税收饶让抵免安排[15]。中国恢

复单方面税收饶让,居民企业能获得来源国给予

的减免税实惠,可增强其对外承揽项目的积极性,
抵御对外投资的商业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有利

于企业“走出去”开拓境外市场。符合目前国家鼓

励境外投资的整体战略方向。
同时,为推动中国企业将过剩的产能转移到

境外的承接国家以获取新的比较优势,扎实推进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支持企业参

与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提供贷款的基础设施的

建设,中国也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一些国家实行

单方面饶让抵免政策。
有的来源国可能故意提高国内税率增大纳税

企业税收饶让抵免的“好处”,从而损害到居住国

的利益。为此中国应规定,仅对自己认可的来源

国税率最高值以下的税收优惠,给予单边饶让

抵免。
税收饶让抵免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税收优惠安

排,它与来源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当来源国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宜取消此种税收饶让抵

免措施。
考虑到税收饶让措施易被企业滥用而规避税

收,对那些已由各国列入“避税地”清单的国家,不
应给予税收饶让待遇,以防止居民企业为逃避税

收而前往这些国家进行所谓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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